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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分化 

——以新岗崧泽文化聚落为例 

穆东旭
1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常州新岗遗址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存在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群体；二是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生产分工为基础的性别、生产群体。新岗遗址作为一个低等级聚落，玉器资源十分匮乏，玉

钺的出现表明聚落权力的分化，同时这种权力正以稀有资源作为载体加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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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随着太湖地区重大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尤其是良渚古城及周围庞大而复杂的水利工程的发现，人们逐渐认

识到良渚文化已经跨入文明的门槛，本区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化进程。良渚文化也不会是无本之木，其文化内涵必然深深根

植于以崧泽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化中，其文化要素通过崧泽文化可以上溯至钱塘江两岸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崧泽文

化早中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加速，良渚文化所表现出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以琮和璧为特征的用玉制度、堆土筑台的埋葬

制度等特征在崧泽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萌芽。 

新岗聚落处于崧泽文化普通聚落的层级。本文通过对新岗墓地随葬品的分析，探讨有关社会组织形式与分化问题，同时加

深对崧泽普通聚落文明演进过程的理解。通过开展较低等级聚落与高等级聚落在社会结构、发展模式方面的对比分析，深化对

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 

一、遗址简介与年代讨论 

新岗遗址位于太湖地区北部的江苏常州市区西段，北距长江 20 多公里，现存面积 3.25 万平方米。常州市博物馆与南京博

物院于 2002 年到 2009年进行了五期发掘，累计发掘面积 1700 平方米。发掘区被沪宁铁路分为南北两区，新石器时期遗存有马

家浜文化墓葬和崧泽文化房址、水井、灰坑、灰沟和墓葬[1]。 

遗址分为六大层，报告将墓地分为四期：第一期为(6)层下墓葬，时代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第二期为(5)层下和(4)层下墓葬；

第三期为(3)层下墓葬；第四期为(2)b 层下墓葬。报告认为二至四期墓葬年代从崧泽文化的早期偏晚延续至中期偏晚阶段。然而

对出土器物仔细观察，并同时对比其他崧泽文化遗址，可以发现，新岗崧泽文化墓地的年代跨度较大，其上限可以早到崧泽文

化早期偏早阶段，下限则到了崧泽文化晚期，有必要对其相对年代重新讨论。 

新岗墓地(5)层下随葬陶器有鼎、豆、壶、罐等（图一︰1—5）。鼎分为带把鼎、釜形鼎和盆形鼎，鼎足有扁铲形和圆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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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身圜底下垂，豆为细高把折腹，豆把有的为喇叭口素面，有的束腰、饰有弦纹镂孔，这些是崧泽文化早期的文化特征。如M120

︰1 豆，敛口、喇叭状豆柄，柄上饰有圆形镂孔；M69︰2 豆，敛口、喇叭形高圈足豆把。两者都具有马家浜文化晚期风格，时

代应该在崧泽文化早期偏早阶段。 

(4)层下墓葬随葬的鼎折沿、圜底、深腹、下腹外鼓，有扁铲形足和圆柱形足；豆盘多为折沿、折腹，分细把豆与粗把豆，

有较多分段式，但分段不明显；觚形杯数量多，以平底为主，有的底部有 3或 4个足，有的圈足底部剔刻成几何形；壶为长颈、

小口、折腹；罐为高领、折肩、折腹；纹饰以素面为主，有较多的弦纹和少量瓦楞纹，镂孔不发达，基本为圆形和三角形（图

一︰6—9）。大量的觚形杯是这一时期区别于(5)层下墓葬的突出特征。(4)层下陶器形制与江苏钱底巷[2]中层、崧泽遗址[3]第二

期相近，时代应为崧泽文化中期。 

 

图一//新岗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出土器物 

第一期：1.鼎（M118︰2)2、3 豆（M69︰2、M120︰1)4.罐（M53︰4)5.壶（M118︰4）第二期：6.鼎（M113︰6)7.豆（M113

︰5)8.壶（M112︰10)9.觚形杯（M117︰1）第三期早段：10.鼎（M110︰9)11.豆（M44︰4)12.簋（M57︰6)13.罐（M22︰2)14.

壶（M110︰3)15.杯（M110︰13）第三期晚段：16.鼎（M78︰8)17.豆（M40︰4)18.簋（M61︰4)19.罐（M36︰1)20.壶（M65︰1)21.

杯（M40︰10) 

(3)层下墓葬器物与(4)层下器物形制相近，是在上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稳定的发展。这时期陶器突出特点表现为豆盘变浅、

豆把分段特征明显，觚形杯平底变少，大量地附有 3足或 4足；圆和三角镂孔大量增加（图一︰10—15）。总体来看时代应为崧

泽文化晚期偏早，相当于南河浜[4]晚期四段。如新岗 M44︰4粗柄豆，豆盘敛口、尖唇、斜腹，豆把分为两段，上段略直微内弧，

下段外撇，饰有圆和三角形镂孔，与南河浜 M59︰19 豆相似。不过也有些器物形制暗示着本期墓葬可能已经进入崧泽文化晚期

偏晚阶段，如 M57︰6簋[5]，盘与圈足上部几乎合为一体，这种簋在南河浜晚期二段、毘山[6]大部分墓葬、庙前[7]良渚文化早期都

有发现，是崧泽文化晚期偏晚时期的典型器物。 

(2)b 层下墓葬随葬的陶器中，鼎口部变小，腹部较浅，圜底近平；簋数量较多；出现蛋形杯，圈足多作花瓣形；壶为长颈、

折肩、折腹，多有圈足；存在大量的圆和弧边三角的镂孔组合，瓦楞纹较常见（图一︰16—21）。如新岗 M65︰1壶，口部残缺、

折肩、折腹，上腹饰瓦楞纹，与钱底巷 M3︰3 相似；M61︰4 簋，与毘山同类器相同；M40︰10 杯，直口、圆唇、平底，六出花

瓣式圈足，与南河浜 M26︰4杯相似。本层墓葬相当于南河浜晚期二段，应为崧泽文化晚期偏晚阶段。 

总体来看，新岗墓地的时代贯穿了崧泽文化从早到晚，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早期遗存较少，仅存在于个别墓葬。(5)层下和

(4)层下墓葬差别较大，(4)层下墓葬以大量觚形杯的出现宣告新时期的开始，(3)层下和(2)b 层下墓葬关系较为紧密，簋可以作

为墓地连续发展的线索。考虑到新岗墓地层位关系明确，本文按地层将新岗崧泽文化墓葬重新划分为三期四段：(5)层下墓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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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共 8座；(4)层下墓葬为第二期，共 19座；(3)层下和(2)b层下为第三期，其中(3)层下墓葬为早段，(2)b 层下墓葬为

晚段，各有 36座。以上三期的相对年代分别为崧泽文化早、中、晚期。需要说明的是，每层下的不同墓葬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年

代差距，尽管都被粗略地放入同一期之内，或可作为墓地在一定时间段内连续使用的佐证。 

二、随葬品反映的社会状况 

新岗遗址每期墓葬出土随葬品按质地划分均有陶器、石器和玉器，按功能划分则可分为日用器物、生产工具、装饰品和特

殊物品四类。日用器物均为陶器，包括鼎、甗、豆、罐、壶、杯、鬶等，这些物品大都是明器，个体较小，却是人们日常生活

所用的食器、贮存器和水器的真实反映。生产工具包括陶质的纺轮、网坠、陶拍和石质的锛、凿、钺等。装饰品均为玉器，种

类有璜、珠、环、玦、镯等，大多是墓主生前佩戴装饰之物。特殊物品指不能归结到以上种类，具有某种特殊含义的物品，它

们在形制、材料或出土位置上都暗含着耐人寻味的意义，包括陶质的大口尊、彩陶片，玉质的钺、玉芯等。 

1.陶器组合及其位置表现的社会组织形式 

新岗崧泽文化墓葬数量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增多，墓葬格局也越发规整，从最开始零星分散的布局逐渐聚集成片，由此而形

成的几个小区块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墓地。在南发掘区，一期墓地分区已具雏形；二期由于墓葬增多而大体可以辨识为东、中、

西三区；延续到三期晚段，每区相隔在十米左右，三分区的格局已经定型。在这三片墓区中，每区似又可以分为不同墓组（图

二）。这样，整个墓地就划分为墓地—墓区—墓组的三级结构，每一级都代表了一个层次的血缘继嗣群体，其中墓组所代表的血

缘组织便是新岗崧泽文化聚落中最基层的组成单元。这样的三级结构在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中是普遍存在的，有学者通过计算

日常人口规模，认为它们分别具有家族联合体—家族—大家庭的性质[8]，分别代表了不同亲属群体[9]的规模。 

 

图二//新岗遗址南发掘区三期晚段墓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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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新岗遗址东区南组墓葬头端随葬的水器位置图 

 

图三//新岗遗址东区南组墓葬头端随葬的水器位置图 

不同社会单位亲属群体的墓葬依靠血缘关系聚集埋葬，通过墓葬葬仪，墓主及主持丧葬仪式的人们表现出了对本社会单元

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南发掘区的东墓区，从第二期开始便明显分为南北两组，三期早段维持了相同的布局，到三期晚段

时，仅有南组存在。该组墓葬的特点是在头端普遍随葬杯、壶等水器，二期时这种特点还稍显模糊，越往后发展，这种现象越

鲜明和普遍，随葬的杯类等水器也越多。二期 M1，头端有 2杯、1盘，M15头端有 2壶、1鼎、1豆，M21 头端有 2杯、1壶。三

期早段，南组第一排有 M84、M23、M2，头端几乎仅有水器。M84 头端有 1 壶、5 杯、1 碗，M23 头端有 9 杯，M2 头端有 1 壶、2

杯。三期晚段第一排有 M12、M79 和 M78，头端随葬器物全为水器。M12 头端有 1 壶、1 杯，M79 头端有 1 壶、2 杯，M78 头端 1

杯（图三）。由此看来，东区南组墓葬通过在头端和墓内有意识摆放大量水器的方式作为该社会组织内部认同的标识。而在中区，

墓葬则表现出随葬水器、食器并重的特点。中区北组在三期早段形成并延续至晚段。早段 M44，头端有 1鼎、1簋，墓内水器仅

1件；M47头端有 1甗、1豆、1鼎、1壶、1杯、1鬶。晚段 M40 头端有 1鼎、1簋、1壶、1杯；M39 头端有 1罐、1豆、1猪形

尊；M41 头端有 1 簋、1 杯（图四）。中区北组墓葬头端虽也有水器，但大量豆、鼎等食器的存在相比于东区南组头端几乎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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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显得相对重视食器的摆放，表现出不同的葬仪形式。西区从二期开始所埋墓葬即有大量没有随葬品的小墓存在，这当又

以另一种葬仪表现形式来作为墓主身份的标识。 

 

图四//新岗遗址中区北组墓葬头端随葬的水、食器位置图 

由此看来，墓组代表的社会单元是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不仅可以通过墓葬的空间布局来确认，

墓葬中通过随葬陶器的种类及其摆放位置的葬仪形式也可加以佐证，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普通聚落社会组成单位和社会组织结

构的情况。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新岗崧泽文化聚落的基本组织形式，人们不仅在现实中依附于各种层级的亲属群体，在对墓葬的位置

和墓内随葬品摆放的规划中也刻意地加以表现，显示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聚落中的人群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这些组织单位的性质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生活组织单位、生产组织单位和管理组织单位等，这些应该在墓葬中也有所体

现。 

2.生产工具表现的社会组织形式 

新岗墓地随葬生产工具以纺轮和石锛为主，占所有生产工具的近八成，地层中所出生产工具也有相同现象，两者不管是在

丧葬仪式，还是在社会生产中都拥有重要地位。随葬的石锛和纺轮多有破损，应为实用器，暗示着墓主聚落生产者的身份。其

他生产工具如陶拍、凿、磨石等，则显示了聚落内部生产活动的多样性。 

如果石锛和纺轮代表的分别是木材加工和纺织类产业，那么通过图五的折线走势看到的石锛和纺轮出土数量和频率在不同

时期的变化，应该表现出了新岗遗址一至三期生产活动方面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图五）。 

一期时，木材加工业在新岗聚落的生产活动专业化程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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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新岗崧泽文化墓地不同时期纺轮、石锛的出土频率图 

生产分工的加强在三期早段就已有表现，这主要体现在随葬不同生产工具所代表的手工业者墓葬空间排列方面。观察生产

工具的种类和随葬该种类工具墓葬的位置，可以发现出土石锛的墓葬大部分位于南发掘区的西区和中区南组，而出土纺轮的墓

葬大部分位于北发掘区、南发掘区东区和中区北组（图六）。出土石锛的墓葬和出土纺轮的墓葬在空间位置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

态势。如果说石锛和纺轮出土频率、数量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那么三期早段随葬不同生产工具的墓葬分区而

葬的现象反映的则是一种手工业专业化的趋势。在三期早段 36座墓葬中，只有 M93 共出纺轮和石锛，占此期墓葬的 2.8%，占随

葬纺轮和石锛两种工具墓葬的 4.5%；在二期，石锛和纺轮共出的仅有 M49、M21两座，占该时期墓葬总数的10.5%，占出土纺轮

和石锛墓葬的 25%。这一组数字表明，石锛和纺轮有分离的趋势，同时从事木材加工和纺织类产业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 

 

图六//新岗遗址三期早段随葬石锛、纺轮墓葬分布图 

墓葬聚集分布代表的是一种血缘关系，而生产工具的分区埋葬，说明在血缘关系之下生产分工的存在。新岗崧泽晚期墓地

生产工具的分布表明，生产分工同时存在于墓区之间和墓区内部的墓组之间。将视线放大到整个太湖地区，上述墓地布局方式

在崧泽文化时期其他遗址也可见到。 

位于太湖东部的绰墩遗址发现一批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时期的居址与墓葬[10]。墓地时代为崧泽文化中期，墓地主体为

头向南的南北两排墓葬，少年、儿童墓围绕在墓地周边且多为东西向。东部为(3)层下开口的六座墓葬，也可分为南北两排，空

间位置可与(2)层下墓葬相衔接，表明墓地是经过预先规划、连续使用的。两排墓葬之间位置紧密，代表的应该是同一社会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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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绰墩遗址随葬纺轮、石锛的墓葬分布示意图 

绰墩遗址生产工具主要有纺轮、石锛与石钺，观察每种生产工具在墓地中的分布，可以发现：石锛在两排均有，纺轮只出

现于南排，石钺南北两排各有 1件且同时与石锛共出。石钺在两排成人墓中较少，在周边的 3座儿童、婴儿墓中却每墓有 1件[11]，

这 3 件石钺破损严重，皆有使用痕迹，应不是为了下葬特意制作的，而是其成年亲属赠予的随葬品。由此看来，绰墩遗址的工

具种类也存在空间位置上的区分，即北排不会出现纺轮，北排西部分布着不随葬生产工具的墓葬。这同样表明墓地的空间布局

虽是在血缘纽带下的规划，但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生产分工的图景，同时石锛在南排的出现、多种工具共出的现象又说明生产

分工与以生产分工为干预因素的墓地布局并不十分严格。 

墓葬性别的鉴定为我们看待生产分工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在 4 座随葬纺轮的墓中 3 座为女性，M6 为男性。在随

葬石锛的 6座墓中，5座为男性，仅M19 为女性，该墓同出纺轮。由此可见，生产分工体现出了强烈的性别相关性。陶、玉器与

性别的对应体现了聚落对性别的关注，墓地出土的三种形制的陶鬶均在女性墓中，每墓 1件，男性墓不见，玉璜也是同样情况。

然而这种关注并没有影响墓地布局对生产分工的表现：M6 为男性墓，出现在了南排，因其墓中出土纺轮，故没有安置在北排；

M17 为女性墓，仅出土石锛，埋入北排（图七）。 

太湖南部的毘山遗址是一处崧泽晚期到良渚早期的台墩型墓地，分东西两个墓区[12]。与新岗遗址不同的是，这里出土的生

产工具类型多样，可以分为纺轮—石刀和石钺—石镰—石犁—石锛两个系统，显示了生业经济的复杂性。崧泽末期的东区分为

北、中、南三个墓组，可以视为三个基层社会单元，北组和南组随葬的生产工具为纺轮系统；中组由北至南分为四排，纺轮系

统主要出现在第一、二排，石钺系统主要出现在第三排，第四排不见生产工具（图八）。与绰墩和新岗一样，毘山东区也是以随

葬生产工具的不同对墓葬加以区分。同一墓组内部与不同墓组之间表现出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差异性表明其生产分工是在社

会基层单位内部与基层单位之间同时展开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部分遗址中，墓葬虽也分布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像浙江小兜里[13]和仙坛庙[14]，但性质为小型家族墓地

[15]，历经的时间也较短，各个家族之间独立性较强，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工缺乏合作的条件，故不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墓地，生

产分工体现的墓地布局也很难出现。而毘山遗址的每个土台上墓地分为几个墓组，可以说是几个家族的联合体，土台性质与上

述几个遗址相异。 

3.两种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阶段性特征 

新岗墓地形成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并一直沿用至崧泽文化晚期，由于崧泽文化早期墓葬（即一期墓地）较少，本文的论述基

本没有涉及。二期时墓地分区已现雏形，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墓地—墓区—墓组三级结构已经形成，墓组代表的社会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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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具有一定独立性，其代表的亲属群体开始利用墓葬葬仪加强社会单位内部的认同感。社会分工尽管在新岗聚落中还不明显，

但同时期的绰墩遗址已经可以根据生产工具在墓葬中的分布辨识出，同时社会分工已经开始影响墓葬的空间布局，然而这种分

工终究是建立在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上，并且与性别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新岗墓地三期时墓葬空间分布有序，根据墓组数量的增多和墓葬葬仪的延续性可见墓组这一层次的社会单位的独立性已经

十分突出。此时，可以根据随葬不同生产工具墓葬的空间分布观察到新岗聚落的生产分工情况，这种分工已经由社会基层单位

内部扩展到单位之间，时代相同或略晚的毘山遗址也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那里，墓葬的空间布局同样深受生产分工原则的影

响。 

4.玉质装饰品 

新岗遗址墓葬出土装饰品仅有玉质品，种类有璜、玦、环等，其他玉器也仅有玉钺 1 件和玉芯 1 件，可见该墓地玉器的性

质主要是装饰性的。随葬玉质装饰品的墓葬数量从一期到三期分别有 1、6、8座，出土1、8、17件。玉器在整个遗址中算是稀

缺物品，这不仅体现在其加工利用上，还体现在玉质装饰品的数量以及随葬玉质装饰品的墓葬在整个墓地所占比例等方面。墓

葬出土的玉质装饰品多有修补痕迹（图九），只有在玉料紧缺、玉器资源珍贵时才会这样修补使用。出土玉质装饰品的墓葬从一

期到三期各占该期墓葬的 12.5%、31.6%、11.1%，玉质装饰品占每期总随葬品数量的 1.6%、6.3%、3.6%。相比于其他种类随葬

品，玉质装饰品不仅数量少，出土频率也低。 

 

图八//毘山遗址东区随葬不同生产工具组合墓葬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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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M21、M49出土玉璜 

1.M21︰52.M49︰1 

5.权力象征性 

钺最初来源于斧，其功能应该与斧相同，是砍伐类工具，有学者曾经论述过钺与斧在绑柄方式上的不同[16]。随着社会复杂

化的发展，钺成为一种战争的工具，随后作为一种仪式用具
[17]
成为军权乃至王权的象征。在早期国家建立之前，尤其是在复杂

社会发展之初，钺与权力的关系需谨慎看待，就如方向明先生所言：“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暂时不把钺和军权联系起来是妥切

的。”[18] 

新岗遗址对于玉器的定性是私人装饰品，强调的是装饰、美化功能。三期墓葬 M20出土了遗址唯一一件玉钺（图一〇），表

明玉这种原料在聚落发展的晚期已经运用于生产工具（武器）方面。从玉料的稀缺程度来看，玉钺这种工具（武器）必定不是

实用器，只是强调其功能的象征性，或者说，其象征性地位的取得，依靠的是其材质由石向玉的转变。因为原料的稀缺性才使

得其象征性被刻意放大和强调，材质的改变使钺这种器物从一般的生产工具（武器）转而变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使得权力开

始变得具有象征的属性。所以钺作为实用器还是象征器，或者说作为普通工具还是权力象征物的最初的区分标志应是材质的区

分。从这个方面来看，至少在崧泽晚期，玉钺的出现应标志着社会权力的形成。 

新岗遗址三期晚段东、中、西三区中，墓葬间往往有成对埋葬现象，在中区墓葬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成对埋葬的墓葬代

表了墓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图一一）。随葬玉钺的 M20 位于中区，方向 5°，长 2.2、宽 1、深 0.55 米，墓主为成年男性，屈

肢葬，出土陶鼎、豆、壶、杯、大口尊，石锛，玉钺等11件器物。玉钺位于墓主右侧下肢骨，刃部向西。单论随葬品数量，该

墓既不是墓地中最多的，也不是在出土钺的墓葬中最多的。其他随葬石钺的墓葬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少的只有 4 件，若除去 2

座被打破较为严重的墓葬，另外 6座平均每墓出土随葬品 8.4件，不随葬钺的较为完整的23座墓葬，平均每墓出土 7.5件。在

随葬品数量上似乎看不出两者有太大区别。但观察中区墓葬可以发现，与这些随葬钺的墓葬成对出现的墓葬随葬品数量普遍较

多，多在 10 件以上。尤其是与 M20 成对出现的 M13，随葬品数量达 16 件，在同期墓葬中仅次于 M5，并且出土了 2 件玉璜。可

以看出，随葬钺的墓主并没有在随葬品方面表现出突出地位，但与这些墓主关系亲密的其他人却能够拥有较多随葬品，尤其是

与拥有玉钺的墓主关系亲密的 M13 墓主拥有的随葬品更多。玉钺如果是社会权力的象征，那么 M20 墓主地位要高于聚落中的普

通人，但这种权力似乎还不是整个聚落的唯一权力，如 M5随葬 17件器物，石锛和纺轮共出，似乎暗示着聚落生产同样重要。 



 

 10 

 

图一〇//M20 平面图及出土玉钺 

 

图一一//三期晚段随葬钺墓葬及成对埋葬现象 

如果我们再去看整个墓地，就会发现在一期墓葬中出现钺，而在二期和三期早段墓葬中均不见钺，三期晚段又出现大量的

钺。从整个太湖地区来看，随葬钺在崧泽文化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并成为一种重要的葬俗。至良渚文化时期，石钺已经普遍出现

在墓葬中，一墓多钺的现象更是十分常见，与之相对应的是，玉钺在墓中往往只有 1件。与新岗三期晚段墓葬时代相同的毘山、

南河浜晚二期的墓葬也都随葬大量钺，出土钺的墓葬分别占总墓葬的 28.6%与 15%。这种情况在良渚文化时期依然存在，卞家山
[19]出土钺的墓葬占总数的 24%。钺不仅是一种武器，还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性别指征，对钺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性别的强调。

对性别的关注或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分工尤其是性别分工在加剧性别区分时的作用。 

三、结语 

墓地—墓区—墓组的三层级结构是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基本构成方式，对应了三级以血缘为基础的继嗣群体，这是在不同地

区、不同时间段内的相同表现。新岗墓地中，有较多随葬纺轮的墓组聚集分布；毘山（东区）墓地北组、南组以及中组第一、

二排多随葬纺轮，第四排均随葬刀、锛、钺等工具；绰墩崧泽墓地中，第一排多随葬石锛，第二排大多随葬纺轮。这种随葬相

同生产工具的墓葬聚集分布的现象代表的是生产分工的发展，反过来说，生产分工的形成已经影响到了墓地布局的规划。新岗

和毘山表现的是基层社会单位内部和这些单位之间的分工情况，绰墩则仅显示了基层社会单位内部的分工场景。不管怎样，血

缘纽带才是聚落墓地布局的主要原则，新岗墓葬便是依据不同类型陶器的摆放位置来显示亲属群体的区分。生产分工所产生的

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也同样始终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群体下发展的，两者同时存在，从侧面反映了一个聚落内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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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的构成。 

二期到三期的墓葬都在墓地中分组埋葬，显现出整个聚落是由多个亲属群体组成。每个墓组都有一两座随葬品丰富或随葬

有特殊物品的墓葬，同时每组墓葬规模大体相同，表明新岗聚落的社会分化还处于亲属群体内部，在他们之间则保持着低水平

的分化程度。但 M20 玉钺的出现或暗示着在聚落发展的晚期，某个群体已经有某些超越单个亲属群体的权力。与新岗遗址同时

的、均处于太湖北部沿江地区的东山村[20]遗址，向我们展示的则是高等级聚落中的社会分化情景。在东山村遗址中，社会至少

包括两个家族，并分化为两个阶层，大型墓葬区“应当属于当时社会中拥有最高社会权力的家族墓地”[21]。分化的原因或许在

M90 随葬的一批与制玉工具有关的器物中得到解释：资源与技术。在以新岗为代表的低等级遗址中，随葬品几乎全是日用陶器和

生产工具，缺乏刺激性因素的表现，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前行。虽然从早到晚新岗聚落表现出了一系列的发

展，比如陶器的形制组合、小型墓葬位置与随葬品数量、墓地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变化，联系后来的良渚文化，相比于东山村较

早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不管是在社会结构还是物质遗存上都显得不够深刻。 

纺轮、锛和钺具有极强的性别指向（随葬纺轮的墓主大多是女性，随葬锛、钺的墓主大多是男性），它们代表的社会生产分

工很大程度上是性别分工的体现，这种分工反过来加深了对性别的标识。最初的性别分工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

新岗墓地中女性也拥有大量随葬品和一定量的玉器中有所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高等级聚落中，性别标识一旦脱离生

产进入政治和宗教领域，又会出现新的情况。新岗墓地中女性随葬较多玉器，几乎均为装饰品，但玉器的形制换成象征宗教和

权力的钺、琮、璧时，马上被男性所占据，这在良渚文化瑶山、反山墓地中集中体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两性不平等地位的加

剧而进行的。由生产的两性分工到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本质上体现的是政治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化。 

新岗遗址位于太湖北部的沿江地区，这里文化积淀深厚，面貌独特。新岗遗址周围分布着大量时代相同的遗址，许多都是

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至崧泽文化晚期。崧泽文化早期已经出现聚落等级的分化，在随后的时间里，社会内部呈现出急剧的分

化态势，基层社会组织不断分裂变小[22]。在新岗这种普通聚落中，尽管墓地被破坏严重，我们依然可以从残存的线索中看到崧

泽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随葬陶器组合所代表的一般文化面貌上，也体现在生产工具所代表的生

业经济的改变上，更体现在生产分工甚至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聚落内部出现的权力物化和象征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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